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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 言

语言作为日用而不自知之物，实际在人类社

会生活、身份认同上发挥了重要作用。十八世纪

德国浪漫主义思想家赫尔德（2009）认为，“民族”

或“人民”成立的首要条件乃是国土和语言。现代

民族国家母体的形成无疑离不开各自书写语言的

独立过程，但丁、笛卡尔、路德、塞万提斯等人书写的

语言分别成就了各国的国语，因而柄谷行人（2006）

提出日本民族主义的萌芽主要表现于在汉字文化

圈中把表音性的文字置于优越位置的运动中，并

将这一萌芽追溯至近世，尤其是以宣长为代表的

国学家针对用汉文书写的记纪二典并试图从中找

到“古之道”的运动。柄谷继承了德里达《论文字

学》（1999）中对文字、书写语言的洞察，在索绪尔

把文字从语言中排除出去这一做法中发现了语音

中心主义（phonocentrism）。语音中心主义存在着

这样一种设想，即以声音方式发出的言语（parole）

直接显现在这个世界，并因其具有的单一性意义

显示了真理。若将这一课题置于东亚文化圈，则

可以理解为汉字文化在古代东亚世界所形成的强

大文化权威及应对这一权威的文化举措。作为思

想史的汉字具有无远弗届，有无微不至的指代作

用，正如子安宣邦（1992）所述，“古代汉字的导入，

不只是标记方式的导入，而应是汉字与其所包含

的含义、思维方式和观点的导入”。面对这一强大

的“他者”，近世日本知识阶层找到了“声音”这一

要素强调和训的知识考古，以此书写何为“自我”

的篇章。

近年来，学界对柄谷文学评论、世界史理论、

形而上学方法论等领域的质疑与讨论体现了一种

对现代价值观念作为理论前提，随意肢解古代哲

学的警惕性。因此，需要回归汉字文化圈下东亚

文化交流的历史语境，进一步探讨该问题。柄谷

认为日本的语音中心主义课题追本溯源应回归宽

政十年（1799年）国学者本居宣长（1730-1801）撰

神典训诂与近世语音中心主义的思想脉络
——以新井白石和本居宣长为中心

清华大学 人文学院 刘慧琳

[摘 要] 现代民族国家母体的形成离不开各自书写语言的独立过程，将这一课题置于近世日本，则

体现为汉字文化圈中把表音性的文字置于优越位置的语音中心主义。以新井白石、本居宣长为代表

的近世思想家在阐释记纪神话时致力于从汉字记载的文本中找到上古流传的“声音”，在训诂中发现

“神代”叙事对应的民族起源。这一思想脉络体现在二人以“言”正“名”的神代卷释读方法、对古代国

家形态的自他认识以及本国之“道”与“圣人之道”的比较。虽然二者最终得出截然不同的结论，但都

是在排除中国这一“他者”的底层逻辑下，构建出一个符合自身预设的“古代”，作为一种文化自觉意识

纳入近世日本思想史的发展历程中。

[关键词] 记纪神话 近世日本 语音中心主义 新井白石 本居宣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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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的《古事记传》中。作为日本近世国学的集大成

者，本居宣长以古语研究为基石，以《古事记》为研

究对象探索何为真正的神代，其指出记纪虽以汉

文体书写，但作为书写语言的汉字仅是一种“假

借”工具。这一思维模式在于明确汉字的外来性

与中国文化的他者性，回归日本固有的“和训”读

法最终到达“古道”之精神。考察这一课题，宣长

的作用诚然不言自明，但需要注意的是，宣长并非

考察近世日本语音中心主义问题的起点——甚至

不应囿于“国学”的单一学派传承追索古典训诂的

谱系，刻意放大该时期不同知识群体间知识与学

问的边界。在这一点上，以丸山真男（2000）为代

表的先学注意到儒者荻生徂徕（1666-1728）的治

学方法对于宣长文献学的、实证方法论的影响，提

出徂徕学——宣长学的研究范式。此观点无疑看

到了徂徕区分汉文化体系中的“中华”与“此方”，

即“此方学者以方言读书，号曰和训，取之为训诂

之义，实乃和译，且人不知其为译矣。”[1]徂徕认为

日本的和训是“方言”，“中华之语”才是正音，由此

也引发了徂徕与宣长问题意识的根本分歧——二

者虽然都认识到和汉文化的二元对立，但前者的

着力点在于从中国的儒学经典中找寻“先王之

道”，对记纪神代卷、和训“通声音于古今”的论述

相对显得乏善可陈。此外，还需注意丸山将徂徕

学视为宣长学先声的底层逻辑其实是一种谱系的

建构，即丸山强调他所寻找的问题不是分散的片

段的近代性，而是在他认知中前后相续的近代意

识的连续，为此，他有意忽略了一些重要思想家，

新井白石（1657-1725）正是其中的一位。白石与

徂徕同为江户时代中期的著名儒者，二人共同活

跃于五代将军纲吉到八代将军吉宗时期，甚至前

者比后者还要年长九岁。享保元年（1716年），白

石完成《古史通》定稿，通过论述汉字表意性与日

语语音之间的矛盾，认为在记纪文字表述之外，即

训读中必然存在着上古以来口耳相传的“古言”，

并按此思维训诂神代卷，解读何为“真正”的古

代。这一思维将主体性置于日语语音，如此一来

书写文字反而成为客体，这种“言主字仆”的认识

在国学者，尤其是本居宣长处得到发扬。

尽管早在神道家吉川惟足（1616-1694）撰写

的《土金之秘诀》中就出现了以训诂探索神典“古

意”的思索实践，其后继者山崎闇斋（1619-1682）

亦承袭了吉川神道的思考，但无论从篇幅还是书

写的底层逻辑而言，二者更多地致力于将神道原

理与五行、道德修养等义理产生直接联系，其代表

便是“土金传”的思想——以“土”「つち」比附“敬”

和“慎”「つつしむ」（平重道、阿部秋生，1972：70、

144）。因此可以认为，尽管白石不是真正意义上

的近世语音中心主义的起点，但从排除汉字的义

理指涉，倡导“言主字仆”的思维逻辑这一方面而

言，白石与宣长可谓不约而同地站到了同一阵

营。回顾前述的日本近世语音中心主义追溯，笔

者认为新井白石的语言观念更可称之为宣长学的

先声。近世日本语音中心主义萌芽于回归神典的

训诂，思想家们致力于从记纪中寻求排除汉字“干

扰”的、真正意义上的“神代”，在《古事记传》成书

前的半个世纪中就已出现这样的思想动向，本文

选取《古史通》与《古事记传》作为主要论述对象的

原因即在此。尽管学界在研究近世日本的语音中

心主义这一课题时往往侧重于徂徕—宣长（丸山，

2000）或按照“国学派”契冲、荷田春满—宣长的路

径（芳贺登，1965），而常常忽略新井白石这一重要

研究对象，然而实际上将白石与宣长比较研究的

课题具有极大的价值与潜力。早在1901年，国语

学者上田万年（1979）便提出这一研究路径，认为

排除汉意、复兴国学之事早由白石提倡之，其洞见

来源于白石与宣长基于中日语言的差异性回归语

言本身的神代研究方法。沿此路径，村冈典嗣

（1940）在《日本思想史研究》论及宣长与白石均以

古语为手段阐释神典，提出《古史通》与《古事记

传》排除了以往神道家的儒佛附会式见解，具有

非常相似的性格。以上先行研究虽并未作详细

论证，但在相当程度上预见了白石与宣长语言

观、神代观的思想传承与学术价值。本文将在上

述研究的基础上，在神典训诂与语音中心主义

这一课题上拓展白石学—宣长学的研究路径，

以不同于先学的另一视角进入近世日本思想史

的脉络展开讨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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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以“言”正“名”的神代卷释读

《论语·子路》篇的师徒问答记录了孔子的语

言哲学认识，正所谓“名不正，则言不顺，言不顺，

则事不成”[2]，世界的秩序须在有了“名”之后显现，

“正名”也因而成为东亚社会的重要思想导向。将

这一视角拉到近世日本的思想空间，对于日本思

想家而言，如何在神典中建立“名”的秩序，使其成

为叙说神圣的有力证据便在于此。《古史通读法凡

例》中有如下论述：

凡天下之言有古言有今言，其古今之间又

有方言，其方言之中又各有雅言俗言，此皆应明

辨也。所谓古言，乃太古至近古之世，其人所用

之语言也。所谓今言，乃今世之人所用之语言

也。……古今、中土东西南北之人，其人有雅有

俗。大体而言，良人所言多雅言，贱人所言多俗

言。其中自不必论有古言未传至今世，又不必

论有今人所用之古言，其义未明，有待解说。[3]

（笔者译，下同）

上述“天下”指中土及东西南北的“五方”，相

对来说各有方言；不同地域的人群亦有等级、身份

之差，其中高贵之人所言大体为“雅言”，低贱之人

所言大体为“俗言”。除方位、雅俗之别，最重要一

点即为语言的历史性、连续性的变化过程。“所谓

古言，乃太古至近古之世，其人所用之语言也。所

谓今言，乃今世之人所用之语言也”，概而言之，时

有古今，地隔南北，文化断层使得今人无法通古

意，“古言”的真实含义则逐渐被掩盖，后人在文献

解读上也出现了偏差，因此便有了训诂的重要

性。“记本朝上古之事，应于语言之间求其义。”（国

書刊行会編，1906a：210）基于这一理念，其认为应

从和训的读音追溯中还原古代日本。《古史通》将

“神”「かみ」一词阐释为“上”「かみ」——“神即是

人，我国之俗，凡其所尊之人，皆称加美（「か

み」）。古今此语相同，至于闻其尊尚之义而假借

今字，记为神、上。”（国書刊行会編，1906a：219）白

石认为从训读来看，“神”即古言中的“加美”，本意

指“尊崇之人”，“神”为借字而非正字。如此一来，

神代也反映了人的历史。神代政治关系的考证是

《古史通》最为突出的性格，其最显著的部分便是

白石通过神名阐释古代社会样貌。以记纪开篇造

化三神之一的国常立尊为例，白石认为所谓“尊”

「みこと」即“美许登”「みこと」，“上古之俗，凡尊

其人者皆称美许登，此无君臣之异。”（国書刊行会

編，1906a：219）“国常立尊为古事记之国之常立

也，如立于常国之御事也……常国者，常世国也。

古时为新治国、筑波国、茨城国、仲国、久自国、高

国等地。”（国書刊行会編，1906a：219）国常立尊读

音为「くにのとこたちのみこと」，「くにのとこ」

对应常国「とこくに」，即白石认为所谓“常国”或

“常世国”并非神秘不可知，而是指东海道令制国之

一的常陆国，该区域在大化改新前分为高、久自、

仲、新治、筑波、茨城等小国，因此“国常立尊”其人

应为古时常陆国的地方势力代表。

松村武雄（1954）评价《古史通》“神即是人”的

结论时认为其体现了一种人文主义的自我认识，

与此相对的，《古事记传》则呈现出泛神论的倾

向。究其原因，在于宣长近乎虔诚地相信《古事

记》作为信史的价值，即“此记未曾稍加妄改，所记

均为古之传闻。其意、其事、其言亦相称，皆为上

代之实”[4]。神典所记皆上代事实，存在于文字记

载中的“古言”蕴含着言灵的力量，“皇国为言灵所

助之国，存言灵之庇佑与古语”[5]。此处的“言灵”，

即古代日本人认为语言中蕴藏着有着一股不可轻

视的力量，对某一事物所发出的语言的态度也就

形成了对该事物的态度。因此语言不仅可以用来

表达事物，还构成这个事物本身（李沛，2013）。这

一逻辑也促使宣长认同作为记号表现的「こと」

“言”和作为记号内容的“事”「こと」是一致的。而

在文本的价值判定方面，《古事记传》确认了《古事

记》作为“名实相符”古史的重要地位，因而我们也可

以看到比起《古史通》有侧重点的阐释，《古事记传》

呈现出一种逐字释音、逐音释义的严格的文献实证，

尤其体现在对“神”「かみ」这一概念的阐释中。

迦微（「かみ」）之名义未思得，旧说所言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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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但凡所谓迦微，乃以古御典等所见之天地

诸神为始，或言神社祭祀之御灵。又，人更不待

言，鸟兽、草木之类，山海等其余无论何者，非寻

常之物，具优秀之德，可畏之物即云迦微。所谓

优秀者，不仅在于尊、善、功，恶者、奇者，凡世间

瞩目之可畏者，皆可称神……又汉籍云阴阳不

测之谓神，或言气之伸者为神，屈者为鬼，非迦

微也。 （大野晋等校訂，1968a：125-126）

宣长不断强调排除汉字指涉的“神”“鬼神”等

学说，尤其是宋儒“鬼神者，二气之良能也”[6]这类

将阴阳二气纳入鬼神观的自然哲学解释。其认为

记纪文本中的「かみ」，也就是古言中的“迦微”，是

客观且广泛存在的。不同于中国的“神”具有一套

完备的道德评判标准，日本的“迦微”无论善恶都

可以被视为可敬可畏的“神”，这便是日本特殊性

的体现。只有专注于“古言”，承认神的普遍性存

在才能真正实现为本国“正名”。

2 古代国家形态的自他认识

一直以来，汉字中的“天”及其背后的形而上

学指涉成为历代学者讨论的对象。东亚文化中的

“天”并非单一含义，冯友兰在《中国哲学史》中认

为，“所谓天有五义：曰物质之天，即与地相对之

天；曰主宰之天，即所谓皇天上帝，有人格的天、

帝；曰运命之天，乃指人生中吾人所无可奈何者，

如孟子所谓‘若夫成功则天也’之天是也；曰自然

之天，乃指自然之运行，如《荀子·天论篇》所说之

天是也；曰义理之天，乃谓宇宙之最高原则，如《中

庸》所说‘天命之为性’之天是也。”[8]这一课题之于

记纪文本，便是如何理解“高天原”一词。高天原

作为支撑记纪神话故事发生、逻辑推进的重要要

素，其含义解读往往决定了神代世界观的整体样

貌。汉字强有力的文化影响使得日本知识人在解

释这一词语时往往与文本自身的神圣叙事密切相

关。高天原为神域所在，又因与当用汉字“天”的

联系被认为是“天上神明聚集之地”，如室町时代

学者一条兼良认为“高天原指天上。高者，天之形

至高也。原，《说文》高平曰原。天上宽广平正，故

曰原。”[8]对此，白石作如下指摘：

如我国上古之俗，称海为阿麻（「あま」），天

为阿每（「あめ」）。阿每可转音为阿麻，如高天

原之例也。故世人不解其为海上之地，而以为

上天、虚空之义，乃为假用字所惑也。不应拘于

其字。上古之俗，言多珂麻能播罗（「たかまの

はら」）。以语言求其义时，自明其为多珂间海

上之地也。 （国書刊行会編，1906a：212）

白石认为阐明何为“高天原”应首先过滤掉

“天”在表意文字汉字，及其所属的汉文化体系中

的思想渊源，将表记符号透明化之后探究纯粹的

「たかまのはら」。因此“上天”“虚空”等释义理解

在其看来是一种耽于汉字字义的刻板印象，是“为

假用字所惑也”。他提出“天”对应的「ま」这一读

音，其语源应为阿麻「あま」，本义为“海”。之所以

采取“天”这一当用汉字，是因为“天”读作「あめ」，

与「あま」读音相似，且「あま」与「あめ」二者常常

存在音韵上的“转音”，因此记纪文本中的“天”实

际为“海”。所谓“高天原”并非虚空神域，而是客

观存在的，位于海上的某片土地。“高”训为「た

か」，常陆国的多珂郡同样音为「たか」，由此白石

得出结论：高天原并非字义上的“天上之国”，而是

位于日本列岛东方的，多珂海上之地。

成书于养老 5年（721）的《常陆国风土记》记

载了多珂郡的地理位置与历史渊源：“多珂郡东南

并大海，西北陆奥常陆，国堺之高山。古老曰：斯

我高穴穗宮大八洲照臨天皇之世，以建御狭日命

任多珂国造，兹人初至，历验地体，以为峰险岳崇，

因名多珂之国。”[9]这一记载显示令制国成立前，多

珂郡因其地形地势成为古常陆国与古陆奥国的自

然分界线。成务天皇时期，建御狭日命巡历此地，

见山高险峻，因命为“多珂”「たか」。《古史通》中大

量参照《常陆国风土记》中的地名读音，将位于列

岛东部的常陆国视为神代空间起源。由此，白石

对神代空间界定的同时也引发了一系列时间问

题——若神代即人代，则应如何解读记纪文本中

动辄以万年计数的时间单位？《古史通或问》中记

载了白石与当时学者的相关讨论（国書刊行会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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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06a：381）。在这场论争中，白石首先否定了《神

代卷抄》《神皇实录》等既有神道注释书以大衍之

数附会神代纪年的观点，同时回归“神即是人”的

古史考辨，将视角转向东亚古代叙事“汉土尧舜至

今只三千余年，羲、农去盘古之时必不远，其年可

以千计不可以万计。”（国書刊行会編，1906a：382）

其认为从历史的角度而言，尧舜距今不过三千余

年，因此中国上古神话中的伏羲、神农乃至盘古出

现的年代必不会太早，“其年可以千计不可以万

计”的逻辑同样适用于记纪神话。他虽未在这场

讨论中明确回答神代起始时间，但在寄与友人佐

久间洞厳的书简中提及了对这一问题的看法：“吟

味神代之事，其应为二三百年之代，实相当于周末

秦始之时。”[10]

以上论述显示了白石通过类比中国神话与古

史进而推演记纪神话的断代，其着重将神代史置

于周秦时段，而这一时期也是整个东亚文明焕发

光彩的重要节点。西周时期完善的宗法制及分封

制自不必说，秦王朝的建立更是标志着中国历史

上第一个大一统封建王朝形成，此时的朝鲜半岛

也早已进入《尚书·洪范》所记载的“箕子不忍周之

释，走之朝鲜”（阮元，2009：397）。十四世纪朝鲜

王朝建立以来，儒林纷纷称颂箕子教化之功，将其

视为帮助朝鲜由“夷”入“华”的关键人物，如鸿儒

李栗谷（1536-1584）就曾在《箕子实记》中说道：

“我东受箕子罔极之恩，其于实迹，宜家颂而人熟

也。”[11]正德元年（1711年）新井白石被授予从五位

下筑后守衔，奉命接待朝鲜使臣。十一月五日在

江户与朝鲜使团成员的笔谈中谈及徐福“止居日

本”“逸书百篇”相关问题（刘晨，2021），在这一社

会文化环境影响下，新井白石的神代考察不仅是

对民族起源的发觉，更关乎近世知识人对文化正

统性的自我追溯。

《古史通》虽暗含了正统性的古史追溯，但在

一定程度上并未明确论及古代日本与中国、朝鲜

的关系，而当我们将目光聚焦于在《古事记传》中

的“常世国”与“韩国”训诂便可发现宣长对于这一

问题更为明确的主体性。记纪神话中记载了少名

毘古那神与大国主神合力建国，直到国家安定时

渡海回归常世国的情节，宣长认为此处的“常世

国”具有特殊含义，并作如下释读：

所谓常世国（「とこよのくに」），非如此名所

示之国也。然其位于何方，皆是远离皇国也。泛

指不易与皇国往来之处。故常世为借字，其名义

为底依国（「そこよりぐに」），唯绝远之国也。古

者，曾许（「そこ」）与登许（「とこ」）通也。又曾许

者，不仅指下，其至于四方上下、远近至极也……

凡上代之常世国皆不出此意之外。[12]

宣长认为“常世”「とこよ」一词中，“常”的读

音为“登许”「とこ」，即“曾许”「そこ」之转音。“常

世”二字仅为借字，“常世国”即为“底依国”「そこ

よりぐに」，其并非指某一特定区域，而是泛指远

离“皇国”的“绝远之国”。回归这一叙事情节，宣

长总结为“所谓常世国在何处，云隔海而渡之国

也。皇国之外，万国皆为常世国 ......则此段言其

神（指少名毘古那神——引者注）由外国经海渡

来，度于常世国也，又还于外国。”（大野晋等校訂，

1968b：10）少名毘古那神是神产巢日神之子，此神

自海外“常世国”而来，助力大国主神治理国土后

又回到海外。宣长根据神代卷纪年称“神代之寿

命年数长久无极，故此神之代，比之汉国伏羲更

远。万国无疑皆以此为准。”（大野晋等校訂，

1968b：10）这里虽未明言少名毘古那神具体是海

外哪一国的神明，但从“比之汉国伏羲更远”不难

看出宣长意在将神代历史置于中国上古史叙事之

前，甚至中国还要以此为准绳。而深入探讨其认

知的古代国家关系，则需将目光集中于宣长对“韩

国”与“任那日本府”的看法。

《古事记》中对天孙降临之地的描述为“此地

者向韩国，真来通笠纱之御前而，朝日之直刺国，

夕日之日照国也。故此地甚吉地。”[13]对此宣长认

为此处的“韩”字为借字，“韩国”「からくに」即《日

本书纪》中的“空国”「からくに」，二者读音相同而

为一地（大野晋等校訂，1968b：198-199）。其花费

大量笔墨说明天孙降临篇虽言及“韩国”却与朝鲜

半岛无关，然值得注意的是，宣长在《古事记传》中

明确“韩”为借字的案例少之又少，以“韩神”“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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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两词语为例，他将“韩人”定义为由朝鲜半岛来

日的渡来人（『本居宣長全集卷十二』，1974：95），

而对于“韩神”一词，其虽表示不敢确定是否为正

字，但仍基于素戋呜尊降于新罗国的情节论述，试

图使“韩”地与新罗产生联系（大野晋等校訂，1968b：

23）。反观此段天孙降临文本，宣长不遗余力地说

明此处“韩国非朝鲜”，此结论正确与否暂且不论，

但就宣长的这一认知而言，其背后是否蕴含了所

属时代某种意识的发展或演化？回答该这一问题

离不开考察彼时知识群体的思想碰撞与知识

受容。

1781年，学者藤贞干（原姓藤原、字子冬，1732-

1797）作《冲口发》一书论述其神代史观。不同于

同时代日本知识人主张的传世文献至上主义，藤

贞干在学术上受到清代考证学影响，重视出土文

物与实地考证。其在《冲口发》中指出记纪所述神

代纪年的矛盾之处，质疑《古事记》作为史书的价

值，并主张古代日本的皇统、语言、风俗、器物、制

度皆由辰、马二韩而来，日本文化深受中国与朝鲜

影响。1785年，宣长在《钳狂人》中对藤贞干的观点

展开激烈辩驳，认为“古韩之国多服属于皇国，常有

往来，长久居于彼此两方之人甚多。不仅言语，衣

服器财风俗等，多为此方传于彼方也。本末倒置以

彼方移来此方者，予深以为僻事也。”（本居宣长全

集卷八，1972：288）本居宣长对朝鲜半岛的关注与

书籍阅读可追溯至其早年京都游学期间，考察《三

国史记》《东国通鉴》等朝鲜半岛资料以考证《日本

书纪》中提及的百济王之贡使阿直岐、王仁等历史

人物，论及三韩之地“朝鲜与唐土之界，鸭绿江之大

江也。黄河、长江、鸭绿江，性理大全言此为天下三

大江。其一见日本书纪阿利那礼河。阿者，鸭也。

利者，绿也。略二字之音，三韩俗语，以河为那礼，

以上详见朝鲜太平记。”[14]《朝鲜太平记》自1706年

刊行以来被江户知识人广泛被阅读，该书中对壬

辰战争的描绘亦促使朝鲜半岛纳入宣长的问题意

识。因此论及古代东亚各国关系时，宣长认同古

代日本曾通过“任那日本府”统治朝鲜半岛南部，

表明“加罗国，任那之旧名也。崇神天皇之御代，此

为外国中首位拜诣我国者，故成为西方诸外国之

大名……古之高丽朝鲜三韩等地附近今皆合为

一，乃朝鲜之域也。”[15]在宣长的认知中，朝鲜虽为

明、清两代中国王朝的附属国，但也曾在古代向日

本朝贡。因此作为日本王迹所肇之地，上述神代

卷叙事中的“韩地”不可能是朝鲜半岛——非此则

无法反驳藤贞干等人的朝鲜文化影响论。

综上，我们得以从《古史通》与《古事记传》中

管窥近世日本知识人在神代卷训诂中“发现”的古

代东亚样貌。白石构建的神代古史起源于周末秦

始之际的东海道常陆国，尽管与中原大地隔海相

望，东国日本也在该时空实现着共时性的发展。

宣长的古史架构则显示，古代日本才是东亚文明

的起点与准绳，中国、朝鲜在一定时期内都曾受到

日本影响。

3 神代之“道”与“圣人之道”

曾有人问及白石对《日本书纪》第四段册诺二

神兄妹婚即男女夫妇之道的看法（国書刊行会編，

1906a：335），实际上这一问题也蕴含着对上古时

代人伦纲纪的求索。记纪讲述了男女二神立于天

之浮桥上，用天之琼矛搅起海水，滴水成柱，其后

二神绕柱交合而生大八洲国与众神的过程，对此

白石否认仅从字面意义将这一行为定位为兄妹婚

的“上古之俗”，称“不应论列上古之俗不经之说之

例而论……不详其义则于名教有害之甚也。不可

不辨其义。”（国書刊行会編，1906a：354）“于名教有

害”体现了白石作为儒者始终对“正名分”“明人伦”

的教化追求，《古史通》中对该文本情节作如下解读：

天之琼矛（「あめのぬぼこ」），日本纪注为

琼，玉也，此曰努（「ぬ」）。古事记作天沼矛。其

假用之字琼与沼虽异，皆读为努也。私记言古

者谓玉或为努或为贰，由此日本纪异本可见努

写作贰，此义传于后世之故也。又有作玉鉾之

事。凡以玉称矛鉾之类，出自旧说琼者美称也，

不必以琼玉为之饰。又赐天神琼矛如后世赐将

军节刀也纂疏。天浮桥之天读作阿麻，即海也。

浮桥者，连舟至岸也。此处天浮桥应为连海之

战舰也……柱之字读作簸旨邏（「はしら」）日本纪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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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语波（「は」）者，永之义也万叶集释注。志羅（「しら」）

者，标也。此如永久之标之义。

（国書刊行会編，1906a：227-228）

天之琼矛，即《古事记》中的“天沼矛”。“琼矛”

“沼矛”虽在当用汉字上有所不同，但均读为「ぬぼ

こ」，为同一物。白石采取一条兼良在《日本书纪

纂疏》中的观点“天琼矛者，天神之宝戈也。琼美

称也，不必以琼玉为之饰。矛兵器戈也，刺贼之具

也。”（神道大系編纂會，1985：184）排除“琼，玉也”

这一汉字的指涉，而仅视为修饰“矛”的助词。由

此“天之琼矛”在白石的语境中被剥离了神圣性，

仅作为一种普通兵器而存在。在后文“天浮桥”的

阐释中，由于他将“天”「あめ」视为上古语言中的

“海”「あま」，因此确信此故事必然围绕“海”这一

要素展开，“天浮桥”被理所当然地视为“连海之战

舰”。“柱”，根据《日本书纪》“柱之字读作簸旨邏”，

应读为「みはしら」，白石认为《万叶集》中的“波”

日语读音为「は」，为永久之义，而“志羅”日语读音

为「しら」，即为“标”「しるし」之义。除去表示美

称的「み」，「はしら」意为“永久之标”，因此其对本

段情节作如下古史还原：“言伊奘诺伊奘册二神征

苇原之地之事。则率二柱神舟师，向海西下，至于

一岛。初其岛神迎战，终亲降于岛，立天神所赐宝

戈于其地，标志二神留驻此地。又相议徇南北之

地之事，男神亲将左军，女神将右军行于此岛，相

约合其军而战。”（国書刊行会編，1906a：229）

这一训诂解构了兄妹婚即上古之俗的观点，

将生国土的神话叙事阐释为二位部落首领联合征

讨苇原之地的古史实录。其中，立天之琼矛的行

为被解读为占领土地的标志，“绕柱”则被视为一

种出兵征伐的策略约定——“阳神左旋，阴神右

旋”。在白石看来，“上古朴陋之俗”等说法并不客

观，那么其究竟看待从神代卷中抽离出的形而上

精神，对“神代之道”持有怎样的看法呢？在行文

的终章，白石回忆起天照大神幽居天岩户后众神

集而议计，此后或巧作俳优，或广颂赞辞，最终使

天照大神离开天岩户，为苇原中国带来光明的情

节，如是说道：“如皇亲皇睦之神天儿屋天太玉等

神、常世思兼神之命，即是明郊社之礼、禘尝之义

而治国。我国之道、我国之教便在其中。”（国書刊

行会編，1906a：396）白石对于“神道设教”的最终

解释为“明郊社之礼、禘尝之义而治国”，是化用了

《中庸》“明乎郊社之礼、禘尝之义，治国其如示诸

掌乎”（朱熹，1983：27）的说法。可以看出，白石虽

不言神代之“道”，但其神代认知的底色仍离不开

礼乐忠孝等儒家思想；而在《古事记传》中，宣长明

确表明其对异国“圣人之道”的否定：“圣人之道仅

为儒者伪造之物，然儒者只取六经便以彼国为正

道之国，甚误也……以先王之道、古之律法、周易

等穷天地之理，此为治理世人之图谋也。天地之

理，本皆神之御所为，极妙极奇、有灵之物也，如何

能以人智而测耶？然圣人言穷理，信此者甚愚。”

（大野晋等校訂，1968a：51-52）宣长认为这不过是

以儒者自身“私智”妄测“天地之理”，真正的“道”

应从神代卷“神之御所为”中探究。

《古事记》记载了从黄泉国逃返的伊邪那岐命

进行禊祓仪式以净化、祛除污秽的故事。净化仪

式后首先产生了八十祸津日神、大祸津日神二神，

由此，宣长认为世间一切凶恶事便源于此“祸津日

神”，即“世间一切凶恶事、邪曲事，皆由此祸津日

神之御灵起”（大野晋等校訂，1968a：272），他们是

亡者污秽所成之神明，其神性乱暴，甚至天照大

神、高皇产灵神都无可奈何之时，人类就更无能为

力了，因此“世上如善人遭殃、恶人得福等许多悖

理之事，皆由于祸津日神。”（大野晋等校訂，

1968a：55）为消除前二神之祸，则产生了神直毘

神：“神直毘神、大直毘神，直即‘纠正未直’意之御

名……因此二柱神乃由秽转清时生之神，直毘乃

纠直祸害之御灵之谓。”（大野晋等校訂，1968a：

294）在后文中，宣长进一步将祸津日神引起的事

件称之为“凶恶事”，神直毘神引起的事件称之为

“吉善事”：

生国土众神皆吉善事，因生火神，御母神神

避，此乃世间凶恶事之始也。斯黄泉国……世

间凶恶归止之处也，又世间凶恶之出口也。男

神追往彼国，反而触及凶恶，世间俱是凶恶。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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男神速还于显国而御禊，其时先成祸津日神，全

因彼黄泉国之秽恶也。祓直清其秽恶，生此三

柱贵御子神，后天照大御神统高天原，又全复于

吉善。此世间应有之趣也。

（大野晋等校訂，1968a：294-295）

伊邪那岐与伊邪那美二神生国土、诸神本为

吉善事，但女神因生火神时被灼烧到达幽冥世界

“黄泉国”，“吉善事”因此转化为“凶恶事”。黄泉

国即死后世界，是所有凶恶事的归结点。伊邪那

岐追妻至黄泉国，却触及凶恶，夫妇反目,而他逃

离后通过“祓”“禊”两种仪式净化污秽，最终化凶

恶事为吉善事。宣长认为这样的演变普遍存在于

神代卷叙事中，而“凶恶事”转向“吉善事”的关键

便在于“祓”“禊”等神代流传下来的仪式。这便是

神代卷展示的，作为世界根本秩序的“道”。今人

虽无法回到遥远的神代，却可以从神代卷中解读

其中道理，以史为鉴，“以神代知人事，说其中委

曲，凡世间之样貌，代代时时，吉善事凶恶事不断

转化之理，无论大小皆依神代之始也。”（大野晋等

校訂，1968a：294）世人自然而然地具有趋吉善、避

凶恶，喜好清洁、避免污秽的取向，究其原因，在于

神代之所为绝非出于规范而是“真心”，若进一步

阐释，“所谓真心，乃由产巢日神御灵与生俱来之

心。此真心有智亦有愚，有巧亦有拙，有善亦有

恶，形形色色，非天下皆同。神代众神亦无论善

恶，皆各自由其真心而行之也。”（大野晋等校訂，

1972：147）“真心”由神之产灵得来，因此每个人都

有与生俱来且与众不同的“真心”。它没有明确

的、人为制造的道德评判基准，如此一来，人们只

要遵从自己趋吉善避凶恶的“真心”就可践行“古

道”，这也是“古道”优于“圣人之道”的地方。

回顾《古史通》所言神代之“道”在于“明郊社

之礼、禘尝之义”，否认一切“于名教有害”的“上古

之俗”的种种表述，可以看出白石排除异文化的同

时亦致力于使“神代之道”比肩“圣人之道”，试图

在学理与道统上追溯日本特殊性的理法来源。而

宣长古道论虽代表了对“天道福善祸淫”的惩恶劝

善史观的批判，但其理论成立尚不能脱离中国思

想的影响。儒者市川匡麻吕（1740-1795）曾质疑

“吉善事凶恶事不断转化之理”化用了《老子》“福

兮祸所倚，祸兮福所伏”的原理（大野晋等校訂，

1972：196），尽管宣长极力说明“真心”与“我非他

者”的特殊性，但本质上并不能撼动市川匡麻吕的

质疑。究其原因，在于宣长的“古道”是一种基于神

代所记皆事实的“古”之预设的“自说自话”，正如津

田左右吉所言：“一方面是想以旧的神道为非，证明

其主张的神道与人不同，但即便如此，实际上在某

种意义上所说的‘道’继承的都是中国思想。”[16]

4 结语：殊途同归两种“古”

以白石和宣长为代表的近世思想家认为记纪

文本中必然存在着神代以来流传至今的“古言”，

其通过“超克”作为书写语言的汉字发现这种“古

言”，最终阐明民族起源。这类思想代表了近世日

本语音中心主义的抬头——汉字的符号化、透明

化宣告了其试图确立本国文化主体性，从“外来”

与“本土”的二元文化对立中排除中国这一“他者”

的努力。从神代卷中训诂出的“古代”，亦作为“想

象的共同体”被纳入近代日本文化自觉的一环。

然而，当我们重新审视其底层逻辑便会发现，他们

在论证“汉字遮蔽古义”之前，就早已预设了汉字

作为表记符号的纯粹工具属性。也就是说这类思

想刻意忽视了成熟形态汉字所具有的表义性与记

纪编纂者的汉文素养、政治考量，仅仅将汉字视为

一种承载“声音”的容器。如此由果推因，则需要

在自身内部构建出一个相对的固有性，这便是所

谓未经汉字影响的“古言”。这种预设形成了逻辑

闭环的起点，他们确信上古日本虽未出现书写文

字，但历史的真相却在神代以来人们的口耳相传

中得以保留，因此需要排除记纪文本中汉字背后

蕴含的含义、思维方式和观点，还原一种未被异文

化影响的古代。

尽管拥有相同的底层逻辑，但从神代认识而

言，白石与宣长却得出背道而驰的两种结果。在

《古史通》文本中，神号与神功、神迹的结合使得古

文献中的“神”不再是一种禁忌，而是作为一种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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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研究的对象被加以理性的思索。白石将神代之

“神”还原为统领一方的部落首领，将带有宗教神

秘主义色彩的神域高天原还原为常陆国多珂海上

之地，整体构建了一部地方统治者通过战争、联姻

等方式获取权力的古代史。此外，将神代定位为

发展于“周末秦始之时”的东方海上岛屿，既是为

了打破中国史书典籍记载中“东夷”的刻板印象，

也是为后来否认泰伯皇祖说（国書刊行会編，1906a：

390）埋下伏笔——尽管与中原大地隔海相望，东

国日本也在该时空实现着共时性的发展。白石将

神代之“神”还原为“人”，认为神圣仪式中保留上

古礼制，不同身份的角色具备相应的德行与素

养。尽管其并未明确称神代之神为“圣人”，但对

他们的认识无一不是比肩中国儒教传统中的圣人

形象，并根据记纪文本情节予以逻辑梳理、义理重

释。早在六代将军德川家宣（1662-1712）在世，白

石就向其表明自己的政治理想“使我君为尧舜之

君，我民为尧舜之民”[17]这一理想最终也纳入了本

民族起源的历史探索中。神即是人，乃至一种类

似圣人特性的存在使得学者无需盲目崇拜异国

“圣人之道”，以异国理法为唯一评判标准。最终，

自我的政治追求也在学理上有了实现的可能。与

此相对的，宣长认为神典所记皆上代事实，这种原

教旨主义的思维模式下任何试图对记纪文本进行

逻辑梳理、经义阐释的行为都被看做“以私智妄

测”。其认为神代卷中可敬可畏、具有强大灵力的

“神”是客观且普遍存在的，他们构成日本优越性的

来源，因此上古东亚政治经济文化的核心在日本而

非中国，朝鲜半岛部分地区也一度臣服归属日本。

宣长认知中的“古言”不仅是一切逻辑的起点，更因

受“言灵”加持具备无可置疑的属性,因此“古言”不

免被绝对化，其结果也必将造成对古今文化的历

史性连续的切割，使经典诠释蒙上了非历史性的

色彩。尽管近代以来的日本国语学者都将宣长治

学视为严格的文献学（村冈典嗣，1940，甚至可以比

肩德国文献学家沃尔夫（August Wolf）、贝克（Au-

gust Boeckh）等人，但我们不能因此认为宣长的文

献学考察具备完全的客观性。裴宽纹（2017）研究指

出宣长校勘的问题所在，其中不可忽视的一点便是

宣长在《古事记传》撰写中并未仔细甄别诸善本异

文，而常常将其笼统归结为误写或后人有意篡改，

虔诚地将《古事记》中的“言”认定为不容置疑的权

威，这些问题也是“古言”被绝对化后的必然结果。

综上所述，以新井白石与本居宣长为代表的

近世日本知识阶层试图从汉文体的训诂中找到存

立于历史彼岸的“古”，还原神典背后的“史实”目

的亦在于对神道“传统”的唤醒与重塑。虽然二者

导向两种截然不同的结果，但都基于“纯粹的古

义”或“没有被污染的古道”之假设，在训诂中考

据、构建出一个符合自身预设的“古代”，作为强调

“我非他者”的文化自觉意识纳入近世日本思想的

发展历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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